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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表演的网络文本世界
——符号叙述学视域下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
语分析

蒋晓丽 郭旭东

摘要

美国总统政治具有社会化表演的特征，随着网络媒介的兴起和“后真相”政治的

蔓延，这种特征在当代显得格外突出。本文通过对美国总统政治网络媒介叙述文本

的符号叙述学分析，综合媒介情境论、话语理论，明确了相关叙述文本的纪实叙述类

型，并对其叙述内容中的“台词设计”进行辨析。同时，本文从否定性、肯定性两个

向度出发，对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策略及其隐含的权力关系进行分析，并强调作

为解释社群的民众对叙述事件的意义解读决定着媒介叙述文本的类型、内容和叙述技

巧。由此提出，对“后真相”时代美国总统政治的研究应当以关注其民众的接受状况

为基本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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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erican presidential politics features socialized performance, which is particularly 

obvious within the post-truth politics with the rise of network.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politics by semio-narratology, combined with Media Situation Theory 

and Discourse Theory, this paper defines its narrative type as a factual narrative, then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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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键概念与理论依据

（一）“后真相”政治与社会化表演

2016年，“后真相”（Post-truth）政治成为国际政治文化的鲜明注脚。“推特

总统”1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胜出，即是“后真相”政治渗入当代政治与媒介文

化场域的标志性事件。直至今日，特朗普胜选的余波仍弥漫在美国乃至国际政治文

化领域，“后真相”的气氛在人们的政治生活和媒介生活中亦久久挥之不去。在此

背景下，对“后真相”政治的媒介成因展开多视角、多层次的研究，便成为学界践

行“介入”责任的当务之急。

何为“后真相”？将此词评选为2016年度词汇的牛津词典的定义是：“客观事

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胡泳，

2017）在笔者看来，这一定义明确了“后真相”的表演属性。表演即是“特定的参

与者在特定的场合，以任何方式影响其他任何参与者的所有活动。”（戈夫曼，

1959/2016：12）它包含舞台、剧本、表演者和观众诸环节。在当前的“后真相”

时代，以互联网为先锋的电子媒介成为表演者赖以生存的舞台，而观众的情感与信

仰则支配着表演者对剧本“台词”的选择与拟定。“台词设计”是表演行为的核心

环节。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在《媒体奇观》一书中已经谈及美国

总统政治的此种表演性质，他（2003：185）写道：“美国总统政治是用电影语言

来筹划并且展示给公众的，换言之，就是运用媒体文化奇观向不同阶层的大众推销

out its narrative content as the design of actor’s script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media discourse strategies and the intention of the narrators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Politics 

from negative and positive dimensions. Interpretative communities’ meaning interpretation 

determines the types, contents, and skills of the American presidential politics’ media narrative 

text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American presidential politics in the “post-truth” era should focus 

on the acceptance of American people as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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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形象、人品和政见。”凯尔纳因此将美国总统政治称为“叙述奇观”。在他

看来，“叙述奇观”的构建离不开新兴的电子媒介技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

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叙述奇观”逐渐成为美国总统政治活动的常态，这使得

美国总统政治的表演属性越发凸显。

凯尔纳对美国总统政治的阐发，实则是对总统行为做出了显性与隐性的区分。

所显者即为舞台奇观，所隐者即为事实真相。在这一点上，凯尔纳与提出“媒介情

境论”的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有着相似认识。和凯尔纳一样，

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亦着力揭示美国总统政治在电子媒介时代的表演性质，

并引入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拟剧论”作为其理论支撑。梅罗维茨

认为，电子媒介的普及使公众接触总统后区信息成为可能，因此总统时刻不能放松

对自身的“印象管理”。具体而言，就是扮演“总统”这一角色，在前区和后区的

“混合场景”中制造中区。中区行为能够创造新的媒介“公众风格”，并促使“传

统的后区与前区行为分界线的移动”（梅罗维茨，1986/2002：44）。中区风格的

公开性、折中性使媒介舞台上由“台词”呈现出来的美国总统角色更易为公众认

可，从而令公众愿意去接受一个“真实、一贯”的总统角色形象。因此，中区为美

国总统政治的表演提供了施展空间，且媒介技术愈是发达，此种施展空间便愈是广

阔。也正因如此，在以互联网为代表性媒介技术的当代社会，“后真相”政治的征

候较之以往显得更加突出。

除与媒介技术关联紧密之外，美国总统政治的表演往往还具有社会化属性，可

称之为一种社会化表演。所谓社会化表演，可定义为以遵循社会秩序与角色规范为

前提，并与接受者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共同知识储存相符合的自我呈现行为。社会建

构论者彼得·伯格（Peter Berger）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表演活动表现为“社会

自我”与“自我”的分离，前者便是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伯格看

来，“角色起源于重要的客观化与惯习化过程，制度也起源于这一相同的过程……

（人们）只有通过履行角色的代表，制度才能在实际生活中展现自身”(伯格，卢

克曼，1967/2009：62-63）。由是观之，在美国总统政治的叙述行为中，总统所扮

演的“总统”角色是一种社会制度建构，它本身便代表着社会制度秩序。即是说，

总统的角色表演行为只有在社会秩序规定的范围内才能进行，而表演的目的则是通

过维系民意来维持制度正常运转。总统的表演只有在符合公众对“总统”角色客观

认知的意义上才可算成功，否则便是表演失败。

梅罗维茨业已认识到美国总统政治表演的社会化属性。然而，在梅罗维茨看

符号叙述学视域下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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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息的失控危害了传统的权威人物”（梅罗维茨，1986/2002：156），所以

美国总统的社会化表演不仅使得政治平等成为可能，而且动摇了传统社会的等级制

基础。梅罗维茨面对新媒介和新社会情境的乐观态度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他显然未

注意到，或至少未投入过多精力去论述，当此种社会化表演成为惯例之时，它又如

何演变为控制民众的有力手段。因此，有必要在沿用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之时，

剔除其对包括美国总统政治在内的当代政治文化的乐观主义预期，分辨美国总统政

治表演中隐含的话语实践策略和权力意图。这就需要进入叙述学的范畴之内，对美

国总统政治的媒介叙述文本进行剖析。因为叙述学正是揭示媒介叙述文本如何构

成、如何运作和如何被接受的一门知识。

（二）文本对象的选取及其叙述学理据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所探讨的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叙述文本，专指借助网络媒

介展开大规模传播的美国总统政治的网络媒介叙述文本，其时间范围可从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中期追溯至今。之所以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界，是因为此时（特别

是1995年）正是互联网技术商业化的发端，以及互联网应用在美国社会中推而广之

的起点（Greenstein，2015：15）。笔者在这一时间范围内所选取的美国总统政治之

网络媒介叙述文本，包括了总统在各类场合的发言、行动，而这些总统活动信息的

生成、扩散和演化，无不仰赖互联网这一基础性的传播渠道。换句话说，如果某一

美国总统政治活动缺少网络媒介的报道及传播，便不在本文所探讨的文本对象的范

围之内。因此，笔者所着眼的作为文本叙述主体的历任美国总统，实际上仅限于克

林顿（Bill Clinton）、小布什（George W. Bush）、奥巴马（Barack Obama）、特

朗普（Donald Trump）四位。可以说，这四位美国总统在任期内的活动无不与互联

网媒介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克林顿在任期内加快了“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步伐，

其性丑闻事件更为互联网媒介的兴起推波助澜；小布什任内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可谓

是颠覆传统新闻机构及其新闻报道方式的导火索，并且使得作为主流媒体挑战者的

“博客”的地位迅速凸显；奥巴马更因其在竞选活动中极大地利用了互联网的力

量，甚至以此“重新定义了竞选过程以及与选民互动的方式”，而被称作“第一位

互联网总统”（Greengard，2009）；到了特朗普这里，总统向互联网借力的行为有

增无减，以Twitter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如今俨然已是特朗普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传播

工具和表演舞台。笔者利用Google新闻搜索引擎，以四位总统的姓名为关键词，对

他们从参加总统竞选（以美国总统竞选正式开始年份为准）到任期结束这段时间内

的相关网络新闻报道进行了检索（见图1）。从检索结果中可以看出，自克林顿时

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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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与历任美国总统相关的网络新闻报道数量的上升势头极为迅猛，而与现任

总统特朗普相关的网络新闻报道数量，在过去四年时间内已远超之前三位总统相关

报道数量的总和。由此可见，网络媒介及其所推动的网络传播，在当下已然成为考

察美国总统政治活动时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此外，若要以叙述学方法透视媒介化的美国总统政治，还需解决的问题是，它

是否符合叙述学对叙述文本的概念界定？在叙述学研究者看来，叙述学所选取的素

材应是“按逻辑和时间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事件”（巴尔，1985/1995：18），

叙述文本是“口头讲述或书面描写这些事件的话语”（里蒙-凯南，1983/1989：

6）。后经典叙述学则将叙述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进一步推进，“将叙事作品视为文

化语境中的产物”（申丹，王丽亚，2010：6），如赫尔曼（David Herman）便认

为叙述学研究应当“走出文学叙事”，“从周边的其他研究领域汲取养分，同时也

丰富其他研究领域”（赫尔曼，1999/2002：18），瑞安（Marie-Laure Ryan）则试

图将叙述学“重新定位在跨媒介与跨学科的道路上”（瑞安，2006/2014：4），并

着重强调媒介技术对叙述的贡献。由此可见，叙述学研究的对象已不再局限于文学

叙述，尤其是在媒介技术无孔不入的当下，基于大众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等电子媒

介而生的媒介叙述文本已经成为当前叙述学研究关注的重心之一。综上所述，在笔

者看来，美国总统在网络媒介舞台上的社会化表演符合叙述文本的界定标准，或者

说，可以作为叙述学研究的素材，并且它也满足本文论述“后真相”政治的需要。

（三）从话语理论进入对叙述文本的社会权力分析

与此同时，对美国总统政治社会化表演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其媒介叙述文本的

形式诸问题，对于叙述文本隐含的叙述主体意图意义及其赖以生根的权力关系，亦

应选择相关理论进行阐释。换句话说，即是对社会化表演“台词”及其背后的“潜

台词”均要进行阐释。在此，作为“话语分析的社会和实践向度的典范”（胡春

阳，2007：136）的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理论，因其指示出理解“话语与

权力的关系、社会主体和知识的话语建构、话语在社会变化中的功能”（费尔克拉

表1：四位总统在参加竞选及任期内的相关网络新闻报道数量分布

检索关键词 检索结果（条）

Donald Trump（2016-2019） 98700000

Barack Obama（2008-2017） 15600000

George W. Bush（2000-2009） 25100

Bill Clinton（1992-2001） 512

符号叙述学视域下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分析



104

国际新闻界  2020.01

夫，1993/2003：36）的知识途径，而为笔者对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实践的社

会权力分析提供了指引。福柯从建构性权力转向生产性权力的话语权力观，则促使

笔者在否定性、肯定性两个方面对美国总统社会化表演中的“台词”与“潜台词”

进行区分与解读。

但是，由于福柯的话语理论并未对话语在具体文本形式中如何表征的问题投

入较多关注，所以就需要我们回到叙述学的视野来探究话语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经典叙述学对“话语”概念业已进行过一系列论述。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将“话语”与“故事”并举，将它们分别视为叙述文本的“表达形式”

和“表达对象”（申丹，王丽亚，2010：14）。查特曼（Seymour Chatman）延续

托多罗夫二分法，认为叙述话语即“叙述传达的结构”，是叙述内容在各类媒介中

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技巧（Chatman，1978：24）。热奈特（Gerard Genette）则将叙

述话语抽象化，指出叙述话语是叙述行为的产品，是“最通常意义上的叙事”，

“它恰巧就是一篇叙述文本”（热奈特，1983/1990：7）。由此可见，经典叙述学

对话语概念的理解大同小异。即便是将话语概念抽象化的热奈特，也提出叙述话语

是叙述内容与叙述行为之间的媒介，强调其在文本形式中的意义。总的来看，经典

叙述学普遍将叙述话语理解为叙述文本的叙述技巧，即连接叙述行为与叙述内容的

纽带。这种话语观欠缺对社会文化语境的关切，仅仅在文本形式中定位话语。由此

福柯将话语嵌入到社会情境之中的话语理论的价值便凸显出来，且对经典叙述学的

话语观构成了补充。在福柯看来，“话语是由符号序列的整体构成的。”（福柯，

1969/1998：118）话语是陈述的实践，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意义载体。而陈述

在人们的先验经验的建构中产生，它“标志着确定已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符号的存在

方式。”（福柯，1969/1998：120）在此意义上，对陈述的分析即是对叙述文本的

分析，后者通过整合不同的符号存在方式产生意义。对叙述文本的分析需要对社会

生活中的话语实践进行探索，而话语实践则在权力关系的运作中生成。由此，在经

典叙述学话语观和福柯话语理论的共同观照下，叙述文本的叙述技巧，或称之为叙

述文本的话语实践策略，承载着叙述主体施加的权力技术及其隐含的权力关系。

在福柯看来，话语实践策略“被置于那些应用它们的技术中，那些由它们派生

出来的实践中，那些通过它们而得以构成，或者被改变的社会关系中。”（福柯，

1969/1998：138）因此，要理解话语实践的本质，亦或“现代知识的奥秘”，“就

必须解析它的话语模式和结构及其产生的社会机制，揭露其话语的性质和诡辩多样

的策略手段，以及它们的实践的具体策略和技巧。”（石义彬，王勇，2010）基于

传播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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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笔者对美国总统政治媒介话语实践的叙述学分析，将从对其叙述文本之叙述类

型、叙述内容及叙述技巧的阐释入手。对叙述类型和叙述内容的讨论是对“话语模

式和结构”的解析，对叙述技巧的讨论则着力于考察叙述文本中含有的“具体策略

和技巧”。

（四）叙述学方法论的选择

然而，叙述学研究发展至今，理论流派纷繁多样，该选择何种理论框架用于对

美国总统政治网络媒介叙述文本的考察？笔者以为，符号叙述学理论对于本文研

究问题而言最为适用。所谓符号叙述学，即“研究一切包含叙述的符号文本的叙

述学。”（赵毅衡，2013：4）这一提法见于赵毅衡著《广义叙述学》一书。符号

叙述学综合了经典叙述学与后经典叙述学的理论长处，它在立足于“广义叙述的

共性背景”的同时，“并不打算抛开传统叙述学”（赵毅衡，2013：5），其“泛

叙述”特征使其可以应用于对美国总统政治网络媒介叙述文本的研究。符号叙述

学亦强调媒介在叙述学研究中的作用，指出“（媒介）是符号学和符号叙述学的基

础……媒介范围划定叙述学边界。”（唐小林，2016）因此，美国总统政治的网络

媒介叙述文本，自然可以被视为符号叙述学的一个研究对象。与此同时，符号叙述

学将叙述学与符号学理论融为一炉，提出“叙述学就是关于叙述的符号学”（赵

毅衡，2013：4），而美国总统政治的“台词设计”即是对叙述内容符号序列的重

组，故离不开符号学理论的观照。

综上所述，笔者选择符号叙述学理论作为理论框架，并尝试将其与媒介情境

论、话语理论对接，借以对美国总统政治的网络媒介叙述文本进行文本分析，揭示

出“后真相”时代美国总统政治媒介话语的生成逻辑。在操作方法上，本文基于话

语实践的“建构论”立场，借助符号叙述学理论，对某一具体文本（典型案例）的

文本形式进行分析，并以媒介情境论、话语理论，对该叙述文本背后的社会权力关

系进行系统考察。借此，本文尝试厘清美国总统政治媒介叙述文本及其话语实践的

生产、传播和权力运作机制，进而提供一种对“后真相”政治之运行规律和意义内

涵的新认识。

二、纪实性与媒介化：美国总统政治的叙述类型辨析

在符号叙述学理论体系中，对叙述文本的叙述类型的辨析，即对纪实型叙述和

虚构型叙述的区分，可谓衍生叙述学一切理论概念的母题。因此，对美国总统政治

媒介话语的叙述学分析，亦应从解答这一问题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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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概念的界定来看，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叙述文本具备作为纪实型叙述的

前提条件，即尽管叙述未必阐明“事实”，但叙述内容符合“有关事实”的要求。

与此相反，虚构型叙述的叙述内容则“无关事实”（赵毅衡，2013：65）。

不妨用媒介情境论对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叙述文本何以“有关事实”的问题进

行考察。梅罗维茨认为，在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中，总统经由大众媒介搭建的

舞台向公众呈现的形象，是一种兼具前区风格和后区风格的中区形象。总统在对

国际国内舆论气候和民众情感诉求进行把握后，熟练运用表演技巧完成“台词设

计”，将有违民意的后区信息掩藏起来。因此，总统的媒介形象从来不能展示其真

实个性。但随着电子媒介，尤其是互联网媒介的兴起，总统彻底隐藏后区的意图已

经不切实际。其唯有部分暴露自己的后区信息，暴露一部分于己无害的“事实”，

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拥护，并由此避免更多的后区信息泄露造成民众对其“事

实”程度的质疑和挑战。这也就是为何美国总统政治尽管具有社会化表演的特征，

但其叙述文本却仍然“有关事实”。从中亦不难发现，民众对于总统的话语策略、

表演技巧的认可程度，对总统中区媒介形象的呈现方式产生着决定性影响。这是因

为“纪实叙述体裁的本质特点……在于接收方式的社会文化的规定性：读者可以要

求纪实叙述的作者提供‘事实’证据。”（赵毅衡，2013：72）

对纪实型叙述和虚构型叙述的区分还可以借助符号叙述学的可能世界理论加以

说明。可能世界理论认为，纪实型叙述的出发世界是实在世界，实在世界具有唯一

性、细节饱满的特征，它是纪实型叙述的基础语义域。实在世界可与叙述者的后区

对应，它是关于叙述者或叙述事件的事实总合。纪实型叙述的目标世界是可能世

界，可能世界范围极宽，独立于经验事实又与之关联紧密。可能世界可与叙述者的

前区对应，叙述者在此选取表演的形式。通过由实在世界/后区向可能世界/前区通

达，纪实型叙述能够获得某种“效果”。因此纪实型叙述的旨归是“坐实探虚”

（赵毅衡，2013：187）。并且，无论纪实型叙述通达可能世界的程度如何深入，

其语义立足点都不能脱离实在世界，即无论叙述者的表演行为如何向前区延伸，

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后区的约制。譬如，1998年“莱温斯基丑闻”在互联网疯传

期间，克林顿发表声明为自己辩护，坚决否认调查人员指控。但随着调查深入，

证据确凿，加之互联网对该事件相关证据的广泛传播，克林顿不得不承认“莱温

斯基丑闻”属实：总统与白宫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发生了不正当关系（BBC，

1998）。因此，克林顿曾经对“莱温斯基丑闻”的否认，无疑只是其故意编造的

“台词”。他在明知事实的前提下，向民众隐瞒了真相。但不能就此断定克林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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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台词”是虚构型叙述。其“台词”的出发世界仍然是实在世界，他讲述的是

一个有关实在世界的“事实”。公众对克林顿“台词”的接受视角不同，进而会对

其做出可信、不可信的判断。但在公众接受信息的体裁程式、文化程式中，克林顿

以总统身份在大众媒介上所做的声明是一种固有的纪实型叙述体裁。即便他的言论

公然违背事实，但其基础语义域仍然在实在世界范畴之内。“纪实型叙述与虚构型

叙述，两者的区分，不在文本本身，而在文化的‘体裁规定性’：体裁规定某些类

别文本的‘基础语义域’是实在世界，而某些体裁文本的‘基础语义域’则是可能

世界。”（赵毅衡，2013：185）因此，克林顿有意编造的“台词”仍然属于纪实

型叙述。

实际上，在美国总统政治中，“台词设计”俨然已是总统媒介话语实践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有时指涉总统罔顾事实的言论和行动，有时则指涉总统的心声或理想

化政治目标的传达。对“台词”的熟练运用，不会动摇美国总统政治叙述文本的纪

实性质，相反，它使美国总统政治的语义域得到拓展。在理想情况下，美国总统政

治的媒介话语借助“台词”由实在世界通达可能世界的过程，将使得总统的权威得

到进一步加强与巩固。

三、社会化表演的“台词设计”：美国总统政治的叙述内容辨析

对叙述文本之叙述内容的辨析，同对其叙述类型的区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

题。叙述内容可以复杂多变，叙述类型则因体裁程式、文化程式的稳定性而相对一

以贯之。

美国总统政治媒介叙述文本的叙述内容实际上就是其社会化表演的“台词”。

“台词”既可能出于肯定性目的，亦可能出于否定性目的。但由于媒介编码与话语

实践策略的中介，且“所有叙事中都有隐喻和换喻”（伯格，1997/2000：13），

所以社会化表演中的“台词”始终不能与“真理”等同。

在符号叙述学理论中，可能世界理论可以用于区分美国总统政治叙述内容中的

肯定性“台词”与否定性“台词”。如前文所述，纪实型叙述以实在世界为出发世

界，向可能世界通达。其通达可能世界的程度，决定着“台词”与事实之间的距

离。当叙述内容由实在世界完全卷入可能世界的范畴，即与事实真相全然相悖之

时，该叙述便是否定性“台词”，如克林顿在“莱温斯基丑闻”曝光之初编造的

“台词”；当叙述内容只是部分地由实在世界通达可能世界，但仍含有一定的事实

成分之时，该叙述便是一个肯定性“台词”。例如，奥巴马为推广其医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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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向民众许下承诺：“（新医改政策实施后）如果你喜欢你的医保计划，你可以

保留它。”根据报道，奥巴马2013年在不同场合、借助不同媒介渠道重复这句承诺

37次，但却未能使其完全落实。报道中称，在这一年因奥巴马医改计划推行，已间

接使约四百万美国人的医疗保险被保险公司取消（Holan，2013）。奥巴马许下这

一承诺的目的是鼓动民众支持其推出的新医改计划，使其施政纲领得以贯彻。他对

医改计划保证民众利益的承诺在一定程度上属实，但他极其简化的发言中未谈及保

险公司在新政策影响下可能采取的措施。因此，奥巴马声明中的叙述主体意图为诚

信，他传达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治目标，并得到了接受者的接受与认可。即便在政

策实施过程中，由于政策规定的间接影响，导致其承诺未能完全兑现，但奥巴马的

承诺仍然属于一种肯定性“台词”。

奥巴马的承诺同克林顿的谎言都是以实在世界为基础语义域的纪实型叙述，这

是由美国民众所身处的社会文化规定性决定的。但与克林顿谎言不同，奥巴马的承

诺是肯定性“台词”，因为它并未完全卷入可能世界之中，即并非与事实完全对立

的表述。

“台词”的设计与传播亦离不开媒介编码，梅罗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便强调了

大众媒介在人们进行社会化表演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在梅罗维茨看来，戈夫曼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的拟剧论已不能适用于电子媒介之影响无所不在的当代社

会，并且拟剧论对语境的忽视也使其难以应用于社会权力分析之中（梅罗维茨，

1986/2002：30）。基于此，梅罗维茨立足于电子媒介时代的社会情境，对戈夫曼的

拟剧论进行了改进。在他看来，电子媒介改变了人们接触信息的方式，其公开性、

即时性特点使权威人物的后区信息极易在公众面前暴露。因此，权威人物为了维持

地位，便不得不加强对自身的媒介“印象管理”，也就是在前区与后区之间塑造具

有中区风格的媒介形象（梅罗维茨，1986/2002：135）。“印象管理”是“一种社

会速记形式，人们通过它来识别出自身并对他人和自己相互间的行为做出期待。”

（梅罗维茨，1986/2002：28）从符号叙述学角度来看，“印象管理”属于纪实型叙

述，它以实在世界为基础语义域，向可能世界通达。其重要技术环节之一便是“台

词设计”。权威人物正是借助精心设计的“台词”，对信息流动进行操纵和控制，

以使自身的媒介形象“显得诚实和‘可接近’”（梅罗维茨，1986/2002：158）。

社会化表演的“台词设计”也可以借助符号学理论进行解析。在符号学中，对

诚信与非诚信的符号表意的判定，被称为“述真”问题。对述真问题的理解应该

包括三个环节：即“发送者的意图意义”“文本（包括伴随文本）携带的文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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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接收者的解释意义”（赵毅衡，2016：260）。表意述真包含两种接受类

型——“同意接受”与“拒绝接受”——和四个基本格局。2在四个基本格局中，

叙述者的意图意义在表意过程中经常遭到遮蔽，因此接受者往往只能对叙述文本做

查证，而无法对发送者意图进行正确判断。亦即是说，叙述者的后区信息往往不可

见，接受者在表意过程中所能接触到的仅仅是其前区信息或混合前区与后区的中区

信息而已。就社会化表演的“台词设计”而言，一旦叙述者意图为不诚信或作伪，

而未被接受者发现，换句话说，令接受者“愿意接受”其叙述文本的内容而忽视其

不诚信意图，叙述者在表演过程中的“台词”便可称为否定性“台词”。反之，如

果叙述者的意图为诚信，其叙述又能够被接受者接受，那么其“台词”便是肯定性

“台词”。

以上从可能世界理论、媒介情境论和符号表意述真问题三个维度对美国总统政

治媒介叙述文本的叙述内容进行了探讨。从中可见，纪实型叙述中的“台词设计”，

是总统社会化表演活动的重要手段。“台词”兼具纪实（后区）和表演（前区）两种

对立风格，这种内在矛盾性（中区风格）赋予“台词”以否定性或肯定性的意义。

在对美国总统政治媒介叙述文本的叙述类型和叙述内容进行过辨析之后，笔者

将从符号表意的四个基本格局出发，对以下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社会化表演的“台

词”是如何落实到具体文本之中，并在美国总统政治的网络传播活动中产生影响？

四、排斥机制：否定性“台词”的媒介话语实践

如本文引言所述，笔者采用的话语概念援引自福柯的话语理论。而福柯的话语

权力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经历过由否定性向肯定性的重要转变。在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之前，他对话语与权力概念及两者间关系的认识是从否定性的视角出发

的。在他看来，话语权力表征的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这是“传统的有

关权力的概念，即把权力看成本质上是一种司法机制，它制订法律，实行禁止和拒

绝，产生一系列否定的效果：排除、拒斥、否定、阻碍、掩藏等等。”（福柯，

1977/1997：173）美国总统政治媒介话语中的否定性“台词”，其“潜台词”所指

涉的正是否定性的话语权力，它制造了权力主体与认识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扩

展了等级制范畴的适用范围，是话语权力“排斥机制”的组成部分。因此，否定性

“台词”即是否定性的媒介话语实践，其否定性意义蕴含在“台词”的“潜台词”

之中，推究到表意述真环节，即具体表现为叙述主体的意图意义不诚信。

但如前文所言，即便是否定性“台词”，也只有被接受者接受才能实现其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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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如此一来，在接受者无法辨明叙述主体不诚信意图的情况下，否定性“台

词”最终又是如何得以构筑？否定性的媒介话语实践的策略手段又有哪些具体体

现？若要回答以上问题，首先应当对作为叙述文本基本构筑方式的底本/述本双层

模式的含义有所了解。

底本/述本关系存在于一切叙述文本之中，正如聚合与组合的双轴关系存在于

一切符号文本之中。述本是“‘叙述文本’的简称”；底本是“叙述之所‘本’，

应当被理解为述本形成之前的叙述形态。”（赵毅衡，2013：121）底本不是“事

实事件”，而是“有关某事件的材料库。”（赵毅衡，2013：138）接受者对叙述

主体意图意义的“临时”判断往往便以其固有的底本经验为根据。从底本到述本的

转换过程存在两种操作：选择与再现，前者指的是从底本的“元素材料库”中选择

可以构成述本的情节，后者则指述本将情节文本化的再现方式。将这两种操作方式

推演到述真格局的表意三环节中可以发现，从叙述者意图意义到文本携带的文本意

义的运作过程，实际上同样可以用底本/述本转换过程中的选择与再现之双轴操作

加以说明。叙述者意图意义决定了叙述文本从底本中选择何种材料构成述本情节，

以及叙述文本以何种媒介化形式再现。情节与形式构成述本，述本由此获得文本意

义。不难看出，述本与底本的关系同社会化表演的前/后区关系具有相似性。这为

符号叙述学与媒介情境论的对话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符号表意的四个基本格局中，“欺骗成功型”与“表演-幻觉型”表意的叙

述者意图为不诚信，且其叙述内容最终能够为接受者接受。因此适用于对否定性的

媒介话语实践，或者说是社会化表演的否定性“台词”的分析。

（一）“欺骗成功型”表意及其媒介话语实践

“欺骗成功型”是表意述真第一格局的第二种类型，它可以用图示概括为：

不诚信意图→可信文本→愿意接受（赵毅衡，2016：262）

所谓“不诚信意图”，就是叙述主体掩盖、扭曲事实的意图；所谓“可信文

本”，就是述本被接受者判断为正常、合理；所谓“愿意接受”，就是接受者在认

同文本可信性后决定接受此述本中的内容。

以前文提到的克林顿谎言为例。克林顿为了掩饰其与白宫实习生发生不当关系

的事实，混淆国会与公众视听，而意欲遮蔽叙述事件的后区信息。他在底本的“元

素材料库”中，即与事件相关的材料中，选择“我永远不会撒谎”“我工作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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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以及“我与莱温斯基没有性关系”等材料（BBC，1998），置入述本情

节之中，一方面规避了对关键事实的陈述，另一方面则使事件更为复杂而难辨真

相。克林顿的自我辩护以电视讲话这一纪实型叙述体裁呈现出来，并见诸于网络报

道之中，通过网络迅速传达给民众。美国民众在无法判断克林顿是否诚信的情况

下，依据电视讲话这一文本体裁的可信性，以及对总统权威的习惯性认同和期盼亲

情、爱情得到圆满的情感诉求（这种情感被克林顿的表演所鼓动），便接受了克林

顿精心设计好的“台词”。

克林顿的“台词”作为一种纪实型叙述，虽仍以实在世界为基础语义域，但已

完全卷入可能世界之中，属于否定性“台词”。克林顿否认自己与莱温斯基发生过

“性关系”，尽管他当然清楚事实与之相反。克林顿试图通过“模棱两可”和“遗

漏要点”的叙述技巧，使事实得到隐瞒，并且也确实在短期内得到了民众的接受。

克林顿对“莱温斯基丑闻”的否认，是通过择取于己有利的事件材料，制造经

过社会文化规定性化装的“可信文本”，进而阻碍了接受者获取述本“是否属于事

实”的证据，引导他们接受并认同否定性“台词”的叙述内容。

然而，法庭后续出示的铁证彻底坐实了“莱温斯基丑闻”，揭穿了克林顿的谎

言。但出人意料的是，克林顿最终却成功规避了议会弹劾，他在民众中的支持率甚

至不降反升。这样的结果显然要归功于克林顿及其夫人在面对事实被揭发后所采取

的一系列话语实践策略。他们通过激发民众期盼家庭和睦、向往美好爱情和同情弱

者的情感，使事实真相淹没在民众的情感诉求之中。这无疑是对“后真相”政治的

极佳诠释。

（二）“表演-幻觉型”表意及其媒介话语实践

“表演-幻觉型”是表意述真第二格局的第二型，它可以用图示概括为：

作伪意图→不可信文本→愿意接受（赵毅衡，2016：264）

特朗普在总统大选过程中制造了无数否定性“台词”，且这些“台词”往往与

美国政治文化的潜在动向相契合。譬如，为了迎合美国多数民众对国内工作机会流

向海外、移民数量增加导致职场竞争激烈、多元文化主义成为政治正确等社会现象

的怨愤之情，及由此引发的国家主义、保守主义思潮的抬头，特朗普在一次面向支

持者的竞选集会上，声称墨西哥政府故意将犯人送往美国境内，使得美国社会治安

遭受冲击（Holan & Qiu，2015）。这一言论通过互联网在民众间广为流传。但由于

符号叙述学视域下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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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自身权威性屡受质疑，且其发表该言论的文本体裁（竞选集会上的演说）缺

乏可信性，因此其言论很快被公众判定为一个“不可信文本”。

但文本不可信，并不代表特朗普的“台词”不能被接受。因为在美国民众的主

观经验中，墨西哥移民往往与违法犯罪行为相勾连，墨西哥移民的大量涌入确乎使

得美国社会的治安管理面临诸多困境。在民众看来，移民大量涌入似乎也是造成

人们求职竞争加剧、生活质量下降、犯罪率上升的重要推手（Abrajano & Hajnal，

2015：31-35）。因此，即便特朗普言论的述本在民众看来过于蹊跷，以至于不可

信，但特朗普传达的带有歧视性的媒介话语却正合多数民众的情感诉求，因而能够

为民众接受。特朗普呈现给民众的角色形象是一个国家主义、保守主义者，他的

保守主义政治倾向正适应了当代美国多数民众的情感诉求。特朗普无意传达“真

相”，而意在制造能够得到美国多数民众之情感共鸣的“后真相”——即便其叙述

文本已由实在世界彻底卷入可能世界，而成为否定性的媒介话语实践。因此，特朗

普谎言同时也是一次成功的社会化表演。他对后区事实的选择性遮蔽，以及对社会

总体情势和多数选民情感需求的精准把握，使其呈现在社会舞台上的角色形象能够

得到多数民众的认可。所以，即便特朗普在大选过程中口碑不佳，但最终仍在多数

美国人的选票支援下入主白宫。特朗普的否定性“台词”显然是其故意露出马脚的

“翻转式骗局”。而这种“翻转式骗局”在“后真相”时代往往能够收获奇效。

然而，对于美国社会中坚定的反特朗普者以及其他理性中立派，即解释社群中

的“独立思想者”（赵毅衡，2017：232）而言，特朗普的谎言及其所塑造的角色形

象显然不可接受，特朗普的谎言在这些受众群体中无法成立。基于此，特朗普在其

媒介话语实践中使用到的策略除“翻转式骗局”之外，还包括对受众的分隔——将

异议者从集会中驱逐（Holpuch，2016）。如果说“翻转式骗局”是通过制造蹊跷的

不可信文本扰乱人们对事实的认知，那么受众分隔则进一步使得大多数接受者的接

受意向向“愿意接受”的结果靠拢。这是因为解释社群的解释意义是在人际沟通中

逐渐形成的，而对异议受众的分隔使得解释社群的意见沟通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美国总统政治中的否定性“台词”，往往极力向民众掩盖事实。作为叙述主体

的总统试图通过阻碍民众获取事实信息，进而控制其情感的最终流向。这是“后真

相”政治的典型特征，是否定性“台词”的“潜台词”的体现，亦是福柯所指的否

定性话语权力的表征。福柯（1971/2001：3）在《话语的秩序》中言道：“在每个社

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是福

柯对否定性的权力概念的理解，也是他对否定性的话语实践策略之本质的洞察。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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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性权力，指的就是自上而下的含有控制意图的话语权力。福柯眼中权力主体对认

识主体进行拒绝、排斥的话语实践，还原到叙述学理论中，即是叙述主体对底本选择

与述本再现功能的否定性应用，还原到媒介情境论中，即是表演者对前/后区信息的

否定性呈现。其否定性体现在叙述主体-表演者的意图意义与接受者的解释意义之间

的对立，前者不愿让后者接触于己不利的事实，而后者极力试图挖掘事实（尽管常

常是徒劳一场）。此种对立结构正是美国总统政治否定性逻辑的体现。在文化研究

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Rrossberg）看来，否定性逻辑作为一种“排斥行

为”，其结果是“建立边界”，以此标志“否定性存在的必要性”（格罗斯伯格，

2010/2017：204）。这同样是福柯在其前期话语理论中对现代政治的否定性逻辑的认

识。而在美国总统政治否定性的媒介话语实践中，这种否定性逻辑无处不在。

五、真知过程：肯定性“台词”的媒介话语实践

1971至1972年，福柯开始对监狱及刑罚系统展开研究，在这之后，他“确信权

力的问题不应该过多地从司法的角度来考虑”，并最终决定“抛弃《话语的秩序》

中把权力与话语的关系认同为一种否定性的机制的做法。”（福柯，1977/1997：

173）福柯试图用肯定性的权力概念取代否定性的权力概念，强调权力与话语的生

产性、创造性。他认为权力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性过程，“权力关系渗入社会存在

的各个层次，并因此被发现在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都在运作”，且权力“不只压制

它想控制的东西”，“它也是生产性的……它带来愉悦，形成知识，产生话语。”

（霍尔，1997/2013：74）基于福柯对权力概念的肯定性认识，人们对美国总统政

治社会化表演的“台词设计”也不能全盘以其否定性特征来认知。

肯定性“台词”的叙述主体在叙述过程中携带着诚信意图，其叙述内容可能本

身即为事实，也可能是叙述者理想化的“事实”。“事实”不等于“真知”，只有

得到接受者认可的“事实”方为“真知”。按照解释学的说法，“真知”即“读者

或听众承认‘他人所说的具有事实的正确性’。”（赵毅衡，2017：236）在媒介

情境论的意义上，表演者对其角色形象或叙述事件的后区信息的呈现得到接受者认

可，即为“真知”。“真知”不能全真，亦不能全假，好比社会化表演并非全然从

后区中脱离，“台词设计”始终以实在世界为基础语义域一样。美国符号学家皮尔

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认为，决定“真知”是否成形的基础是“社群性一致意

见”，只有解释社群中大多数人共同接受的一致性意见，才能暂时终止其“衍意”

活动，获得一个稳定的解释项——“意图定点”（赵毅衡，2017：232）。将“社

符号叙述学视域下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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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性一致意见”还原到符号表意述真三环节中，即是“接收者的解释意义”环节以

“愿意接受”的方式显现。以此为基础，美国总统政治社会化表演的肯定性“台

词”可以用表意述真格局中的两种类型来说明，即“诚意正解型”和“反讽理解

型”的符号表意。

（一）“诚意正解型”表意及其媒介话语实践

“诚意正解型”是表意述真第一格局的第一型，它可以用图示概括为：

诚信意图→可信文本→愿意接受（赵毅衡，2016：261）

在以社会化表演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实践中，这一“三正格

局”是其最理想的“台词设计”框架。一般而言，只有在确认媒介叙述文本不会暴

露不利于己的后区信息，因而不会影响自身在接受者心目中的前区媒介形象（亦或

可能强化其前区媒介形象）之时，作为叙述主体的总统才会以此格局进行表意。例

如，在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宣誓仪式上，总统手按《圣经》，极尽虔诚地宣誓将恪

尽职守、守法爱国。这一画面在今天借由电视、互联网等电子媒介即时传达给美国

民众，使得总统的正面角色形象得以广泛传播。

在此，总统的宣誓内容传达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事实”。根据接受者对“美国

总统”这一身份的常识性认识，以及接受者自身所遵循的宗教信仰的规训，具有宗教

信仰的总统不会“手按《圣经》”撒谎，所以总统宣誓的意图意义在民众那里被判

断为诚信。与此同时，对述本可信与否的判断，也依赖于接受者所遵循的社会文化规

定性。在这一社会文化规定性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在民众心目中具有神圣、

庄严的仪式性，总统宣誓作为一种叙述文本体裁具有高度可信性，由此使总统的表演

“台词”在多数民众，特别是宗教信仰强烈或对总统本就抱有好感的民众那里被判定

为可信。而作为叙述主体的总统，也借由宣誓仪式上的表演塑造了近乎完美的媒介形

象，这一形象在特定时间、特定场景之中，将构成其接受者所认可的“真知”。

（二）“反讽理解型”表意及其媒介话语实践

“反讽理解型”是表意述真第二格局的第一型，它可以用图示概括为：

诚信意图→不可信文本→愿意接受（赵毅衡，2016：263）

当接受者假定叙述主体的意图意义为诚信，其对文本可信度的要求便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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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常常体现为一种“不明说”的表意模式，即用“假装”的动作传达与行为本身相

反的含义，制造“不按文本表面意义理解的符号文本。”（赵毅衡，2016：263）

当然，这也需要接受者具备能够理解媒介叙述文本“反讽式传达”，即分辨前/后

区信息的能力。例如，特朗普为争取卡车司机群体对其新医改政策（这一政策影响

最大者即为尚无医疗保险的平民）的支持，在白宫停车场会见美国卡车司机协会成

员，并亲自登上一辆卡车，假装要将其开走（Wagner，2017）。特朗普的这一举动

被录制为视频，并很快成为网络“恶搞”的热门素材。无论对于线上亦或线下的接

受者，在他们的常识性理解中，特朗普的表演想要传达的意义是与卡车司机群体，

亦即广大民众心系一处。接受者知道特朗普不会真的驾驶卡车扬长而去，而是在暗

示一个意图意义。接受者理解特朗普行为的意图意义的诚意，并与特朗普产生了情

感共鸣，因此不会对其文本可信度再做深究，而是选择超越文本局限，与作为叙述

主体的特朗普达成共识。

在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和特朗普向平民示好的案例中，其肯定性“台词”之所以

能为多数接受者接受，是因为调动起了民众的情感与信仰，使民众暂时从对事实的

理性判断和结构性认识中抽离出来，转而认同总统社会化表演的“台词设计”。这

是“后真相”政治的生动反映。从中可见，“后真相”政治并非总与否定性的话语

权力勾连在一起，它有时也表现为一种积极的话语实践方式，并能够传达叙述主体

肯定性的意图意义。

在肯定性“台词”的话语实践中，权力主体与认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得到平

衡，此时其“潜台词”中的话语权力所生产的不是压迫或排斥机制，而是主体之间

共同认可的现实知识。在此，“权力生产了现实，并通过话语机制生产出了我们

赖以信仰的‘真理’。”（斯道雷，1997/2010：159）如福柯（1975/2012：218）

所言：“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生产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在福柯看

来，接受者对某些观念所持的共识构成“真理”的一系列话语。但他拒绝标准化的

“真理”，而“支持一种‘真理的体系’和权力意志（使事物变成‘真实’的意

志）的观念。”（霍尔，1997/2013：76）因此，“真理”是被权力建构起来的，

而权力的来源则是作为观念接受者的普罗大众。追求“真理”的过程是不会终止

的，因为权力关系永远处于生成、变化的状态之中。福柯对“真理”的理解与哲学

符号学对“社群真知”的认识相近。“社群真知”是“让个人和社群的意义活动朝

真知方向行进”，它实质上是“一个朝着完美的目标挺进的‘真知过程’。”（赵

毅衡，2017：247）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能够观察到的社会化表演的肯定性“台

符号叙述学视域下美国总统政治的媒介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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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也只是“真知过程”中暂时的“意图定点”而已。“符号追逐真相的过程”

是一个无限衍义的过程，“每一解释项都成为新的符号，新的符号引向新的解释

项，最后无法达到的顶端就是真。”（赵毅衡，2017：248）

六、结语

在“后真相”时代，社会化表演已经成为美国总统政治的常规操作。正如凯尔

纳（2003：202）所言：“总统政治逐渐演变为人格政治和媒体政治……由形象、

外表和奇观组成的媒体文化要求总统拥有一定的人格魅力，并且运用媒体向选民推

销自己。”他甚至不无夸张地将美国总统政治比作肥皂剧一般的政治作秀。由此可

见，在美国总统政治中，总统的媒介话语实践能够收获何种效果，总是受总统“台

词设计”的高明与否，及其使用新兴媒介的熟练程度影响。而从符号叙述学的角度

来看，最终对其起决定作用的则是美国社会的民意，也就是美国民众是否接受其经

过化装的叙述内容。因此，作为叙述者的总统不仅要具备高超的表演技巧和新媒介

使用能力，同时也要对民众情感诉求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动向等多种因素有精准把

握。惟其如此，其社会化表演方能够收获理想成效。

特朗普在政治舞台上获得的成功便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此。其花样繁多的叙述

技巧，“炉火纯青”的新媒介应用能力，以及对社会情势颇为精准的把握，使其充

斥着否定性“台词”的言论却往往能够得到多数民众的认同。特朗普的表演甚至成

为其在竞选过程中的一张“金字招牌”：他越是夸大其词，其拥趸就越是趋之若

鹜。牛津词典对“后真相”含义的界定对此已有说明：客观事实在个人的情感与信

仰面前已显得太过无力。当然，“后真相”政治并不等同于谎言政治，叙述者对接

受者情感与信仰的鼓动，未必总是出于欺骗、隐瞒的目的，有时叙述者只是借助这

种方式，使其理想化的话语能够得到接受者的呼应与认可。

而社会化表演的否定性“台词”和肯定性“台词”的区分，则取决于作为接受

者的解释社群对叙述事件的意义解释。接受者确定事件意义不仅基于自身的情感与

信仰，同时也受到其身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因此，对美国总统政治的审视，

不仅要聚焦于总统的社会化表演，更要将目光投向美国民众对总统表演的接受状

况。对接受者的关注应当成为“后真相”时代美国总统政治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责任编辑：于瀛）

注释 [Notes]

1. 此为网友戏谑特朗普之语，因后者常在推特（Twitter）上发表“治国高见”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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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别是：1a.诚意正解型，1b.欺骗成功型；2a.反讽理解型，2b.表演-幻觉型；3a.不得理

解型，3b.表意受阻型，3c.谎言失效；4.假戏假看型（赵毅衡，2016：260-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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